
论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及其政策转向 
 

Page 1 of 10 
 

论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政策转向 
王婧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 

摘  要：由我国文化产业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看，伴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文化产业政

策持续调整是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需在未来进行文化产业政策转向：政策调

控手段由行政干预转向市场调节，政策支持方式由财政补贴转向普及艺术教育，政策关注重

点由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兼顾消除城市新二元结构，以及政策实施方式由“自上而下”转

向融合社区文化治理。 

关键词： 新时代；文化产业；政策转向 

 

新时代内在要求旨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产业政策发生与之相应的新转向。纵观以

往文化产业政策演变历程，它已随着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经历了多次转向调整。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已经拥有基本涵盖代表工业文明成果的多项文化政策 ①，但它们

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为应对全球化而加入的WTO，一方使对原有文

化政策进行新的修订 ②，另一方面也催生新的文化产业政策 ③，推动我国由带有很大程度计

划体制模式的文化市场政策转向形成真正意义的文化产业政策。随着我国社会进入全方位开

放格局深化，市场化成为中国文化政策改制创新的重要价值取向。仅从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4月的半年时间内，文化部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 ④，

此后出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既鼓励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的参与 ⑤，也支持国有文化企业做大

做强 ⑥。此后，2006 年的我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 2009 年的《文

                                                             
①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颁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政

策。 
②
如加入 WTO 后仅三个月时间，即同时施行《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电视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

条例》的修订版。 
③
如加入 WTO 后仅一周时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颁发《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

则（试行）》，明确提出院线制将成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机制。 
④
注：2004 年 10 月 18 日，文化部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所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

2005 年 4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 
⑤ 注：2005 年 11 月 4 日，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税务总局《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

见》；2009 年 9 月 8 日，文化部印发《文化产业投资目录》；2009 年 9 月 10 日，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 
⑥ 注：2005 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

知》；2006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化体制改革若干意见》；2009 年 3 月 27 日，关于进一

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09 年 8 月 25 日，中宣部、文化部《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

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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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振兴规划》，尽管这两份文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策略性特征，缺乏对国际国内两个

大局文化战略关系的准确定位，但是促成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建立起完整的“文化（产

业）发展规划体系”。同时，这期间制定了用以规范新兴文化产业形态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①。

2011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提

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

度谋划文化产业发展，开启文化产业政策向战略地位深化的转向。尤其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

步强化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对文化改革发展做出专门部署。2014

年被誉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政策年”②，连续多年我国陆续发布将战略部署转化为文化科技

融合、文化旅游、文化财政等具体措施的相关政策。将这些关键性的文化产业政策，均在很

大程度上为未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指引新方向和带来新机遇。与之相伴，越来越多学者对文

化产业政策进行持续深入研究，研究主题从文化产业结构制度创新（叶南客，2003；胡惠林，

2001），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与政策创新（胡惠林，2011；凌金铸，2008；巫志南，2009；刘

爽，2011），文化产业政策创新（高红岩，2010；雷鸣，思雨，2012；刘继兵，徐婷，2013），

拓展到对外文化贸易制度创新（张晔，2012）、文化财政政策创新（谢旭人，2012；赵静，

2013）和文化市场体系的政策与制度创新（黄先蓉，郝婷，2013）等领域。并自 2014 年以

来，越来越多学者与研究团队关注于长周期文化产业政策的梳理与归纳（赵佳佳，2014；祁

述裕，孙博，曹伟，纪芬叶，2015；陈加友，2015；《重庆社会科学》服务重庆市委决策系

列选题研究小组，2016；王长松，何雨，杨矞，2018；欧阳友权，），以及国际文化产业政策

带给我国的启示（刘金祥，刘行健，2016；向勇，刘颖，20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入新时代，对文化产业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那么如何推动

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亟待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正是立足调控手段、支持方式、

关注重点和实施方式四个方面，论述“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政策转向。 

一  政策调控手段由行政干预转向市场调节 

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主要政策调控手段，二者的运用往往通

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来实现。政府的使命和目的是创造和维持一个文化市场安全运行的

环境，而市场的使命和目的是在政府创造和维持的制度环境下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政策调控手段由行政干预转向市场调节是推动培育大型跨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价值

                                                             
①
如：新制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 

② 注：《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

通知》；《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电影发展

若干经济政策通知》；《关于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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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升级的内在要求。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产业价值链由跨国文化企业所主导，我国虽然经过

30 余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形成，但尚未拥有具备国际影

响力和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文化企业。过去十年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我国既有的条块分割、

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传统文化市场格局正逐渐被打破，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在文化市场发

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改革红

利，是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保持文化产业的高速运行。但是，以行政手段推动发展在获得短期

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源配置错位。比如，地方政府的过分干预将强化行业性和区域性壁垒，

阻碍着文化资源的流动，致使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从而使得我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国有文化企业，也以文化企业也难以享受统一文化大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例如作为我国

区域合作相对最为成熟的长江三角洲，其中 70%的城市在各自“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将

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和广播影视列为重点发展文化产业门类 ①。而演艺娱乐和广播影视具有

资本密集型行业特征，并非每个城市均能提供满足其实现规模优势的市场容量。以新闻出版

业为例，它自 2003 年作为试点单位经历国有文化体制改革，其规模和经济绩效相比十多年

前大幅提升。其中，连续九届入围文化企业 30 强的全国最大出版企业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它的 2016 年营业收入尚不到全球知名英国培生集团(Pearson PLC)的三分之一。培生集团

2016 年营业收入创造 56.17 亿美元，同年我国江苏凤凰传媒营业收入为 15.12 亿元 ②，如果

将我国在影视、文娱领域的骨干企业与时代华纳、迪斯尼和新闻集团等跨国文化企业相比，

无论规模化、专业化还是集约化程度均差距较大。 

全球化过程的深化使得国际资本、各类要素及文化交流的跨国发生更加频繁，地方特色

和地方文化凸显得更为重要。我国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的文化生

态，一方面，呈现出我国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的

地区差异性。这与我国各级政府主导实施的文化产业均衡策略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我国宏

观政策的均衡发展战略往往具有短期内可缩小文化产业发展地区差异的愿望，但这种做法不

仅催生地方政府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当地居民，而且也催生大量文化娱乐场所空置浪费的现

象。正是这种政策的强制干预往往会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不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从而使得原本具有集群优势的大城市或重点文化产业集群带没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丧失掉

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发展的机会。倘若地方政府的文化政策可以关注如何破除地方格局，促进

                                                             
① 在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的 25 个城市中，明确将演艺娱乐业作为重点文化产业门类的有 17 个城市，文化

旅游（文化旅游与会展）和广播(传媒)影视的各有 16 个城市. 
② 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2016 年年度报告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3-04-25/624222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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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资金、人才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样可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形成我国的文化产业合理分工体系，则更有利于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国门。文化产业的

集聚往往就是世界范围内以一定的城市分工体系或者城市内部的产业分工体系由市场决定

聚集而成。各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政策以引导文化产业集聚自然

形成。这样通过市场发挥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企业的集约化和规模

化程度，也有利于发挥文化产业在城市中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文化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

求的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只有各城市间通过协调机制和市场作用形成区域内

的层级分工体系，这样既可避免区域内各城市的地方规划雷同和重复，也有助于发挥地区和

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 政策支持方式由财政补贴转向普及艺术教育 

财政补贴与普及艺术教育均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两种政策支持方式，二者具有时效不

同的政策效果。财政补贴是我国各级政府普遍采用的政策，主要通过税费优惠、补贴和专项

财政资金三种方式
①
。它在短期内具有推动文化产业增长的功效，但在长期内显著影响文化

产业发展的只有教育。普及艺术教育既是缓解一个地区竞争优势先天不足的决定因素，也是

提升人文素质扩大文化需求的有效方法。 

政策支持方式由财政补贴转向普及艺术教育是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财

政补贴旨在通过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政策扶持，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性

工作，单纯“输血式”的政策扶持并不能从根源上改变其落后贫困的面貌，甚至在很多地区

造成了等、靠、要的懒散作风。而且财政补贴往往以项目形式的资助方式，并未真正惠及该

地区的每个人。与之相比，普及艺术教育不只适用发达地区，更是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规避

锁定效应，实现文化资源和文化权利公平化的有效举措。艺术教育在开发人的智力与创造力

方面有重要作用，这是其它科学教育无法替代的。由于政府、高校在法规和艺术教育理念上

与时俱进，美国艺术教育得到了普及化的发展、社会化的保证，使美国人的创造能力走在了

世界前列。接受教育和享受文化是我们国家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然而，由于我国曾经

历了长期的物质匮乏阶段，脱贫致富成为许多地区产生活力和发展前景的首要目标。在许多

经济欠发达地区，艺术教育还相对落后。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在 2012年 4月发布的《部分

贫困地区音体美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一方面，学生缺少音乐用品。八成学生无音

                                                             
① 如：2011 年 12 月，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增值税 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和《关于继续执行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2014 年 10 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发表《2014
省级文化消费补贴专项资金安排表》；2014 年 11 月，财政部下达 2014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0 亿

元等税收优惠、补贴和财政专项资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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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用品，而拥有量最多的乐器是较简单的口琴和笛子，却也占不到总人数的 10%(钱丽花，

2012)。另一方面，硬件上文体设施匮乏，软件上专业师资不足。艺术教育的薄弱进一步拉

大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对艺术教育的投入力度，也应改变发

展理念：必须加快改变脱贫理念，从经济脱贫转向文化脱贫。文化消费是由于艺术欣赏和文

化品味的习惯所致，它是需要长期的艺术教育熏陶而成。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应将单纯

依靠财政支付的支持模式拓展为普及全国艺术教育，从而带动全国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可持

续发展。 

相比于财政补贴，普及艺术教育有助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足人力资源及提高社会文

化参与度，而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与社会文化参与度均是表明文化产业社会影响的重要指标。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通过劳动力指标分析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思想：只有文化产业从业人

员占比社会从业人员有了明显提升，才有可能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目标。

2012 年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总量相比 2004 年增加一倍，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社会从

业人员的数值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却偏低。同时，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素质也应值得关注。艺术

院团体制改革一方面开阔和搞活了文化市场，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国有文化机构的中高端人才

流失。我国文化机构在职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出现了连续多年持续下降的态势。

以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表演场馆为例，它们的中高级人员比例由 2006 年的 36.54%和 11.62%

下降到 2016 年的 8.57%和 5.30%①。 

同时，文化参与率既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魅力主题，也是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区域性组织（欧盟）和发达国家的重点关注指标。2009 年UNESCO文化统计

手册(第二期)中，发布文化参与率度量框架和阐释度量方法。以往的文化产业财政补贴侧重

支持文化场馆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但相比世界城市的文化参与程度仍有待提高。以各类节庆

会展等大型文化活动为例，纽约每年有 86 个节庆，伦敦、巴黎和上海的节庆数量分别为 200、

40 和 22；再以电影、戏剧、画廊、博物馆等常规性文化活动为例，具有悠久戏剧传统的伦

敦和巴黎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年戏剧演出为伦敦 17285 场，巴黎 15598 场。上海虽然以

8854 场（2010 年）位居第四，但如果考虑人口因素，则文化参与状况并不乐观 ②。 

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要形成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双轮驱动，重视发挥文化产业社会影响

是主要导向。而以“人”为核心，保护文化人才创新、提升文化人员素质、带动社会人员文

化领域就业和促进民众文化参与正是实现这一导向的核心，而普及艺术教育恰是实现这一核

                                                             
① 由《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7-2017）数据计算而得。 
② 任一鸣.从国际比较看上海公共文化参与.解放日报，2012-10-10，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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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重要举措。人才是文化生产力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吸纳高端艺术人才和提升文化人员普

遍素质对于文化产业质量和文化产业创新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化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文化产

业的活力，文化参与不仅给人以认同感、归属感和共同价值观，而且文化参与程度也是市民

享受文化便利程度和文化消费习惯的体现。文化参与率的提升不仅发挥社会效益，也可带动

文化产业发挥经济效益。 

三 政策关注重点由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兼顾消除城市新二元结构 

文化产业投资驱动模式通常带来两种隐患：一是过快投资往往伴随文化资源过度消耗和

生态环境恶化等不可逆的严重后果，二是文化投资过快不仅会造成实体资源闲置，也会阻碍

消费结构升级。各地开展的轰轰烈烈文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大跃进”，在当期带动 GDP 增长

外，并未形成提供与居民文化需求想匹配的丰富文化内容，由于缺乏后期消费动力，往往使

得文化消费增长难以持续需求。而文化消费驱动会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

的，同时这种驱动方式减少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与具有地方根植性的文化消费习惯相匹配，

从而各地提供具有地方特色且深受大众欢迎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同时，形成的良好文化氛围

也有助于累积成改善人力资源状况和增强自主文化创新能力的文化资本。 

新时代的文化产业驱动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扩大文化内需内在要求政策关注

重点不仅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也需兼顾消除城市内的新二元结构。根据国际经验，按照发

达国家的家庭文化消费一般占到家庭总收入的 15%至 18%来计算，预期我国文化消费市场仍

有近 10万亿元的潜在需求（黄升民，2013）。近年农村出现随着人均纯收入增长而文教消费

支出持续下降的特殊现象，2016 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 34.4 和 32.2，

表明我国家庭基本进入了全面富裕水平
①
。然而，2006-2016年，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

消费性支出比重仅从 2006年的 6.8%增长到 2016年的 7.27%，仅增加约 0.5个百分点。甚至

农村的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在 2013-2016年间维持在 2.3%-3%之间
②
。这些

数据也再次验证了我国乡村文化消费需求具有清晰可见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 

城乡二元结构是形成我国农村文化消费呈现‘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的主要原因：其一，

从宏观经济看，中国扭曲的城市化推进生产没有同步推进消费，总体上我国仍然是消费率非

常低的国家；其二，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进城，造成大部分农村的空

心化和“613899留守人群”。农村在流失青壮年劳动力的同时，也在失去消费文化娱乐的主

                                                             
①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 60%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

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② 数据由《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2017》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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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群体，从而使得农村呈现出文化娱乐教育消费支出并未随着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而相应增

长的局面；其三，全国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乡村的程度偏低也是造成农村文化消费增长乏力的

主要原因。我国乡村文化消费需求增长严重滞后于全国经济增长，也滞后于乡村收入和总消

费的增长；收入水平提高是文化消费增加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农村收入增速较快，但还是主

要用于改善原来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将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到一定水平，才能

从根本上提高其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所造成的城乡差距也在城市内部造成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差

距，形成了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社会”分割（或称“新二元结构”）（陆铭，2013），它是造

成我国总体文化消费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从城市常住居民结构看，城镇文化娱乐消费驱动

作用的抑制主要由于另外两种原因：其一，城镇家庭文化消费主力人群的结构变化，使得新

的文化需求尚未被满足、及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尚未被识别。其二，大多城镇家庭同时面临着

较高房价、较大教育投资和必要医疗保障等社会现实，对文化消费产生了相对程度的挤压效

应。从移入城市的外来人口看，农村劳动力和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被压低，既不利于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缩小城市内部有无本地户籍的人口间的收入差距。高收入者边

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增加消费。除此之外，现有的户籍制度还制

约了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消费。如果将消费分成若干项来看，外来移民与城市居民相比，

其在吃、穿方面的消费虽然也较低，但更明显的差别出现在家庭设备、健康医疗和文化教育

这些方面。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户籍制度制约非必需品消费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农

民工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还会制约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中国每年 GDP的增长不过 10%

左右，户籍制约的消费相当于每年 GDP增长部分的五分之一(陆铭，2013)。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我国最重要的城乡社会运动，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人口的大规

模变迁，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而且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

化消费结构，进而推进文化产业结构的空间秩序再造。文化产业政策关注转向同时消除城乡

二元结构和城市新二元结构，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在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农村文化消费“积蓄

消费负相关效应”，为新时代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提供支持保障。 

四 政策实施方式由“自上而下”转向融合社区文化治理 

新时代，不仅是指经济新时代，也包括文化强国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时代。这种新时代

背景，内在要求文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由“自上而下”转向融合社区文化治理。融合社区文

化治理是提升民众文化参与度、发挥文化产业社会功能及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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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往我国的政策实施方式偏重政府主导、往往“自上而下”，而忽略社会民众文化参与

程度的提升。 

注重融入社区文化治理、带动全民文化参与是国外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城市不断更新、保

持活力的主要经验和模式。例如，美国已有超过 90 个城市将文化作为区域复兴的主要战略。

这些城市中，普遍将规划聚焦在大规模文化机构和文化园区的建设，以直接带动经济发展，

如纽约市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BAM)投入 5 亿 6 千万美元开发Fort 

Greene 文化园区。三十年前，为重振文化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经济，一间 19 世纪废弃的工

厂被改造成综合性艺术博物馆，即Mass MoCA(Massachusett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总面积为 52.5 万平方英尺(4.9 万平方米)。作为地标性艺术馆，美国麻州现代艺术博物馆Mass 

MoCA每年为北亚当斯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2 千万美元，并提供了 600 余个岗位，2005 年的

游客访问量达到了 16.2 万人[30]。同时，Mass MoCA也规避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①现

象在当地的出现，使得居民对该社区的生活质量更为满意。这种带动社区整体治理提升的文

化建设投资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和提倡的一种实践案例(Ann Markusen,2003;C Grodach, 

2010)。 

与之相比，目前设立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国家设立的高科技园区相似，均对园区内企业实

施了财税、土地、金融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我国各地的文化产业园区中，已有大量园区凝

聚国内外知名度，但“绅士化”现象和借文化创意产业搞房地产开发的现象仍然存在。据有

关资料，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带房地产开发性质的全国平均约有 25.2%，其中，泛环渤

海地区 38.9%、泛长三角地区 42.3%和泛珠三角地区 15.9%（裴秋菊，2014）。若将文化园

区开发融入社区治理不仅可以规避“绅士化”现象，而且有助于普通市民的文化参与和提升

生活质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地方政府

的文化规划应由以往注重规模、财政资助重点项目等方式转向关注社会影响，通过提升民众

文化参与度、吸纳更多居民就业和聚焦当地文化需求来切实惠及每位普通民众。这些举措正

是体现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创新内涵，也是对新时代内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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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to effective market mechanism; policy support is shifted from fiscal subsidies to 
universal art education; policy focuses is shifted from eliminat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combining eliminating new dual social structure in cities; policy assessment is 
shifted from economic evaluation to social participant, as well as policy enforcement is 
shifted from ‘up-to-down’ to integrate into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China’s new period; Cultural industries; Policy innovation; Healthy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王婧（1977.8-  ）,女，辽宁抚顺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上海交通

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文化贸易与政策；城市文化空间；文化（产业）

发展指数；主要讲授课程：国际文化贸易研究、文化政策分析、文化产业学；邮箱：

jingwang@sjtu.edu.cn 

 


	一  政策调控手段由行政干预转向市场调节
	二 政策支持方式由财政补贴转向普及艺术教育
	四 政策实施方式由“自上而下”转向融合社区文化治理

